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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世说新语》中的僧人形象 

蒲日材 

(贺州学院中文系，广西贺州，542800) 

摘要： 《世说新语》所写魏晋时期的僧人共有十九人，他们或学问高深，多才多艺；或能言善辩，长于品评；或 

睿智敏捷，富于创新；或广涉俗务，注重感情。这些描写，反映了佛学在魏晋，特别是东晋时期在中土扎根的历 

史事实，反映了魏晋僧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较好的经济收入，表明了上层社会精英——士族文人的支持参 

与，是佛学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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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并在六朝开花结果以来，僧 

人就成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形象，在记录汉魏名 

士言行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中就不乏僧人形象的 

出现。不算刘孝标注，单《世说新语》原文，据笔者 

的统计，所写的僧人有十九人之多。这是很值得注意 

的文学形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此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对僧人形象的研究鲜有文章。本文试作这方 

面的探讨。 

一、《世说新语》中僧人形象的特点 

《世说新语》36 门中描写的 19 个僧人，分见于 

其中的 18门，71条目。具体分布见表 1。 

这些僧人多为专门从事佛教事业的汉人， “不仅大 

多为《高僧传》诸书所收，而且也是后代有关佛教史 

论著所收魏晋僧人的主要角色。”因此，“基本体现和 

代表了魏晋时期僧人的群体阵容。” [1](254) 从《世说新 

语》的描写看，这些僧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学问高深，多才多艺。从表 1可知，《世说新 

语》记载僧人条目最多的是《文学》门，共二十条目， 

而“《世说》所谓文学，虽本《论语》四科之一，而内 

容包罗更广， 经学、 玄学、 佛学、 纯文学皆属之。 ” [2](228) 

《文学》门的一百零四条条目，“综其要旨，盖分为三 

类：一至四条属经学范围，时人谓之儒学。五至六十 

五条属玄学范围，有《周易》《老庄》 《佛典》等，人 

称为玄学。其余三十九条属文学范 围。” [2](170) 要而言 

之，《文学》门前六十五条为学，后三十九条为文。而 

记载僧人的二十条故事中，全部集中在前六十五 条。 

在这 20条故事中，他们围绕儒道释三家思想，谈玄论 

道，相互驳难，表现出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学 问。 

支道林就是典型例子。作为僧人，他精通佛理，对“小 

品”佛经有精深的研究，公开“讲小品”(《文学》45)， 

其时诸多名士名僧都找他研究小品。于法开与支道林 

争名时，就曾“遣弟子出都”，寻见支道林与之就小品 

问题相互“攻难数十番”(《文学》45)。殷浩“读小品(佛 

经经书之一)， 下二百籤， ……尝欲与支道林辩之”( 《文 

学》 43)。 他能把“三乘佛家滞义”分判得“炳然”( 《文学》 
37)，佛理研究相当深入。同时还著书立说，《文学》 
35 说他“造《即色论》”，是所谓六家七宗“即色宗”代 

表人物，杨勇校笺注所引《高僧传》云：“晚移石城山， 

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乃注《安般四 

禅》诸经，即《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 

归》 《学道诫》等。” [2](202) 可知《即色论》仅是支道林 

所著的“《安般四禅》诸经”的其中之一。支道林不仅 

佛道高深，也精通老庄哲学，他曾给《庄子∙逍遥游》 

作注，对“逍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学》32)；还 

精通儒学，从他骂王坦之“着腻颜帢， 布单衣，挟左 

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轻诋》21)可 

知这一点。像支道林这样学问高深的僧人不是少数， 

如天竺的僧人佛图澄，不仅“好佛道”(《言语》45刘孝 

标注)，且“妙通玄学。…善诵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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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说新语》中僧人描写概况 

门 条目 条目总数 所写僧人 

德行  30  1  竺法深 

言语  39、45、48、52、63、76、87、93、97  9 
高座道人、佛图澄、支道林、竺法深、 

康法畅、道一道人、小沙弥 

政事  18  1  竺法深 

文学 

25、30、32、35、36、37、38、 

39、40、41、42、43、45、47、51、 

54、55、57、61、64 

20 

支道林、北来道人、竺法深、于法开、 

康僧渊、竺法汰、僧意、释慧远、 

提婆、法罔道人 

方正  45  1  竺法深 

雅量  31、32  2  支道林、释道安 

赏誉 
48、83、88、92、98、110、 

114、119、123、136 
10  高座道人、支道林、竺法汰、 

品藻  54、60、64、67、70、76、85  7  支道林 

规箴  24  1  竺法深 

容止  29、31、37  3  支道林 

伤逝  11、13  2  支道林、法虔 

栖逸  11  1  康僧渊 

术解  10  1  于法开 

巧艺  21  1  支道林 

简傲  7  1  高座道人 

排调  21、28、43、52  4  康僧渊、支道林、竺法深 

轻诋  3、21、24、25、30  5  竺法深、支道林 

假诘  11  1  愍度道人、伧道人 

共 18门  71  19 

咒，能役使鬼神”(《晋书∙佛图澄传》)；于法开“以义 

学著名”(《文学》45刘注)；释慧远除是佛学宗师外， 

对儒学也有很深的研究，(《文学》61)。魏晋僧人不 

仅学问高深，而且多才多艺。如道一道人“精通音 

律”(《言语》93)，于法开善医术(《术解》10刘注)， 

支道林爱好围棋，平时“以围棋为手谈”(《巧艺》10)。 

二是能言善辩，长于品评。《文学》门 1至 65 条 

对儒、道、释等问题的探讨，有独自讲论、主客相对、 

自为客主等诸多方式  [3](121−124) ，此所谓“清谈”。清谈 

者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而且要有敏捷的思维、出色 

的口才，《世说新语》中的僧人大多能言善辩，在与魏 

晋名士论辩时应对自如。如：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 
答曰：“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言语》48) 

刘惔对本应远离世务的僧人出入帝王将相家门不 

满，并“朱门”相称贵族居所，流露出一种轻视僧人的 

优越感。竺法深以“如游蓬户”作答，把刘惔的傲慢气 

焰一下子就打了下去。又如： 

康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 

那得在？”法畅曰： “廉者不求， 贪者不与， 故得在耳。 ” 
(《言语》52) 

庾亮的问话出于何意我们不得而知，细察似乎有 

欲夺“握麈”之意。康法畅的回答绵里藏针，委婉地予 

以回绝， 极为巧妙， 符合其自诩“悟锐有神， 才辞通辩” 
的性格特点(刘注引)。支道林的口才也相当出众，《赏 

誉》110和《文学》30、39、40、43、45等都有记载， 

不一一细举。 

《赏誉》 《品藻》也是《世说新语》记述僧人比较 

多的门户，共十七条。主要集中在支道林身上，占十 

五条。“赏誉”和“品藻”都是魏晋时“九品中正”制度下 

人物品题的产物。 “赏誉”是对某一人物进行鉴赏赞誉， 

即所谓“谓品题其人宣扬以延其誉也”， [2](369) 重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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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精神的才情之美。而品藻，虽也是“定其差品及文 

质也”， [2](445) 但主要是把几个相关的人放在一起进行 

比较鉴别，分出高下。品题人物是当时的时代风气， 

在这方面，支道林是公认的高手，他评孙绰和许洵是 
“自有才情”(《赏誉》119)、王修是“超悟人”(《赏誉》 
123)、王胡之“警悟交至”(《赏誉》136)、“当攀安提 

万”(《品藻》60)。不仅表现出了较高的审美观，而且 

察考史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三是睿智敏捷，富于创新。魏晋僧人在日常生活 

中，往往都是用求新求变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故常有 

一些标新立异的思想，表现出了睿智的一面。如：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 

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 

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 

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 

尔，无为遂负如来也。”(《假谲》11) 
愍度道人在过江东后，弃“旧义”而立“心无义”， 

此乃创新。据杨勇校笺，这则故事所载内容，“虽出于 

异党谤伤者之口，自不可信，独其言愍度自立新义， 

似得其实。” [2](769) 愍度道人正是因为其求异创新的精 

神，而得到世人的尊敬。 

魏晋僧人中最有标新立异精神的当数支道林。作 

为一名学问精深、儒道兼通的僧人，其求新意识特别 

强烈与明显。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 

王云：“着腻颜帢， 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 

问是何物尘垢囊！”(《轻诋》21) 
支道林对从衣着到学术仍然继袭汉代儒生保守作 

风的王坦之不屑一顾， 表现出了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 

《轻诋》24 刘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 

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 

以为疑。 ”支道林这种重神不重形的学术方式与王坦之 

繁琐的汉代经学方式无疑格格不入，也难怪其会责难 

王坦之。 当然， 最能体现支道林创新精神的是他对 《庄 

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 

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 

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 

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 

支理。(《文学》32) 
支道林对“逍遥”义的新解，已为学界所共知，在 

此不再赘述。想强调的是，支道林的新理，既不同于 

郭象、向秀二人，也不同于众人，是“诸名贤寻味之所 

不得”的， 其新理一出现遍废诸理， 卓然立于各家之上， 

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这种创新精神给魏晋时期的学术 

史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四是广涉俗务。据佛理，僧人应该是远离尘世， 

隐居山林，不参与社会事务。然而，《世说新语》所记 

载的众多名僧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 
——魏晋名士保持着密切交往。从活动地点、活动内 

容到参与人物，都具有广泛性的特点。以出现僧人条 

目最多的《文学》门为例，僧人交往的对象，有简文 

帝、谢安等帝王将相，有王羲之、王濛等贵族名士， 

也有许询这样的隐士。交往的方式，或是僧人出入皇 

宫贵族之家，或是魏晋名士迈进佛门寺院，不拘一格。 

交往内容多为僧俗之间相互论辩，或讲经，或谈玄， 

或仰慕求见等(见表 2)。依此，遁入佛门的魏晋僧人并 

不是孤独封闭地隐居在深山老林，而是积极参与各种 

世俗事务，掌握并推动着社会主流文化思想的发展。 

《文学》门中的僧人形象具有典型意义，它是魏晋时 

期社会风气的一个真实反映。 

五是注重感情。汉末六朝是一个“最浓于热情的 

时代”， [4](177) 魏晋士人重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魏晋士人广泛来往的僧人也具有强烈的重情意识， 

是情僧形象。如：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常谓 

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锺子，推己外 

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 

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伤逝》11) 
刘孝标注引《支遁传》：“法虔，道林同学也。隽 

朗有理义，遁甚重之。”同学亡故，支道林竟然因此而 
“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发出“余其亡矣”的慨叹并一 

年后果然“遂殒”。支道林之重情可见一斑。又如： 

王子猷诣谢万， 林公先在坐， 瞻瞩甚高。 王曰： “若 

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 

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 

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排调》43) 
支道林听到别人乱拿他议论，遂“意甚恶”，“甚” 

字说明此时他的感情反应非同一般。又如：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 

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 

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 
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 

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 

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文学》45) 
支道林与于法开弟子辩论时，因为“理屈”乃“厉 

声”斥骂，一副老羞成怒的样子。从以上所引两个条目 

看，支道林是一个有情之人，否则不会有如此强烈的 

感情波动。僧人的重情意识，使得他们自觉地加入了 
“圣人有情与否”的时代论争。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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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学》门所载僧人的活动情况 

出现条目 活动地点 参与人物 活动 

25  不详 褚裒、孙盛、支道林 僧俗谈学 

30  瓦官寺 北来道人、支道林、竺法深、孙绰 僧人讲经论辩 

32  白马寺 支道林、冯怀 僧俗辩论谈玄 

35  不详 支道林、王坦之 僧俗辩论 

36  王羲之家 王羲之、孙绰、支道林 僧俗辩论谈玄 

37  不详 支道林，诸人 僧人讲经 

38  会稽西寺 许询、王修、支道林 僧俗讲经谈玄 

39  谢安居所 支道林、谢安、谢朗、谢朗母王夫人 僧俗谈玄辩论 

40  简文帝居所 支道林、许询、众俗人 僧俗辩论 

41  谢玄居所 谢玄、支道林 僧俗清谈 

42  东安寺 支道林、王濛 僧俗谈玄辩论 

43  不详 殷浩、支道林 僧俗辩论 

45  会稽某寺 于法开、支道林 僧人论辩佛经 

47  殷浩居所 康僧渊、殷浩 僧俗辩论 

51  简文帝居所 支道林、殷浩、简文帝 僧俗辩论 

54  不详 竺法汰 僧人讲经 

55  王濛居所 支道林、许询、谢安、王濛 僧俗谈玄辩论 

57  瓦官寺 僧意、王修 僧俗谈玄辩论 

61  不详 殷荆州、释慧远 僧俗谈玄辩论 

64  王珣居所 提婆、王珣、王僧珍、法罔道人 俗士礼拜、僧人讲经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 

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 
“圣人如柱邪？”王曰： “如筹算， 虽无情， 运之者有情。 ” 
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 《文学》 
57) 

在这里，僧人是站在驳诘圣人无情论的立场上层 

层发难与王修辩论的，结果是主张无情论的王修不得 

答而去。可见，此时圣人无情论似乎已到辞穷理屈的 

境地了。这一方面说明了圣人有情论在当时已经占据 

了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僧人重情 

的意识已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理论程度”。 [5](161) 

二、《世说新语》僧人形象描写所 
反映的社会文化 

《世说新语》中的僧人描写，较多的地反映出魏 

晋时期的社会文化现状。 

第一，反映了佛学在魏晋——特别是东晋时期已 

在中土扎根的历史事实。《世说新语》 所载的这十九个 

僧人，不管有无姓氏，如果从里籍的角度考察，约略 

可以分为三类：纯西域人，有三人。《言语》39 提到 

的“高座道人”，据刘孝标注引《高座别传》云，乃西 

域人，名叫帛尸黎密，传说他是国王王子，为了佛教 

事业“以国让弟”， 放弃王位， 永嘉中来到中国。《言语》 
45中的“佛图澄”，《晋书》说他是“天竺人也。本姓帛 

氏，少学道，妙通玄学。永嘉四年，来适洛 

阳” 。 [2](93) 《文学》64所说的“提婆”，刘注《出经叙》 

说他是“罽宾(汉朝时中亚一个国名)人，姓瞿昙氏，隽 

朗有深鉴。苻坚至长安”；半西域人。在《文学》47、 

《栖逸》11、《排调》21 中三次提到的“康僧渊”，据 

《高僧传》：“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 

中国。 ”因而他是生于长安、 长于中原的汉化了的僧人， 

虽有西域血统，但只能算半个西域人；剩下的十五个 

僧人，是土生土长的汉人。其中有八人籍贯不详，在 

七位有迹可寻的僧人中，有三位出身名门贵族。竺法 

深，琅琊临沂王氏家族成员，晋丞相武昌郡公王敦之 

胞弟。道一道人，姓陆，乃吴郡四大姓之一。慧远， 

雁门楼烦人。本姓贾氏，世为冠族。因此，在魏晋时 

期从事佛教事业已经不是少数西域胡僧的个别行为， 

魏晋时期的僧人虽然仍不乏西域胡僧，但更为重要的 

是相当多的本土汉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和家庭来到佛教 

寺院，成为专门从事佛教事业的人士。这些中土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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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还是出身于豪门贵族，这基本上反映且吻合了在 

魏晋——特别是东晋时期，佛教已在中土扎根的历史 

事实。

第二，反映了魏晋僧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高 

深的素质使僧人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了魏晋名 

士倾慕、交往的对象。支道林在瓦官寺讲《小品》，孙 

绰等悉去“共听”(《文学》30)；冯怀会去白马寺找支 

道林探究《庄子∙逍遥游》含义(《文学》32)；支道林 

在东安寺，王濛会“往与支语”(《文学》42)；殷浩要 

找支道林论辩《小品》(《文学》43)；支道林还东， 

时贤聚集“并送”(《雅量》31)；王修去瓦官寺找僧意 

讨论“圣人有情不”的问题( 《文学》 57)， 庾亮诸人会“往 

看”康僧渊在豫章的精舍(《栖逸》11)……凡此例子举 

不胜举，魏晋名士对僧人简直是趋之若鹜。 

魏晋名士不仅深入佛门找僧人探讨佛理，谈玄论 

道，另一方面，他们也主动邀请僧人来到家门讲学， 

从表 2 可知，支道林就是简文帝、谢安、王羲之家的 

常客、贵客。甚而，他们还“供养”僧人，郗超就“饷米 

千斛”于释道安(《雅量》32)：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 

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 

因此名遂重。(《赏誉》114) 
“未知名”的竺法汰初到江东，王洽就“供养之”， 

并且与人往来，“辄与俱”，否则就“停车不行”。这一 

方面说明了魏晋僧人是在名士的提携中获取声名的， 

另一方面也说明魏晋僧人在时人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 

位置。正因如此，所以一旦他们受到谤议，就会有人 

为之解说并抱不平： 

王僧恩轻林公，蓝田曰：“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 

伊。”(《品藻》64) 
王祎之轻辱支道林，其父王述甚觉不妥，教训他 

不可学他的哥哥王坦之与林公交恶。连自己的儿子也 

不偏护，支道林在王述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第三，反映了魏晋僧人有较好的经济收入。《世说 

新语》没有直接写到僧人的经济收入，但是从部分条 

目记载中，仍然可以窥观他们的经济情况。如：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 

长川，芳林列于轩亭，清流激于堂宇。(《栖逸》11) 
康僧渊能在豫章建精舍隐居， 经济条件当不很差。 

相比康僧渊，支道林更胜一筹。又如：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 

由买山而隐。”(《排调》28) 
支道林打算买山而隐居，说明他有强大的经济实 

力和丰富的收入。据《高僧传》载，支道林先后曾在 

吴郡立支山寺，在剡山沃州小岭立寺，晚年又在石城 

山立栖光寺。这显然需要巨额的资金。康僧渊在豫章 

建舍和支道林欲买山而隐的故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魏晋僧人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他们都有较好的经 

济收入。 

第四，反映了佛学在中土的立足、发展和兴盛得 

力于上层社会精英——士族文人的支持参与。佛学在 

东汉时期，人们仅把它当作一种奇教异术来看待，由 

于翻译的经典较少，它在中国没能形成一种体系完备 

的宗教学说，加之它与儒家孝亲思想的较大距离，所 

以不为大众所接受。魏晋时期，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 

国兴盛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上层社会精英——士族 

文人的支持参与。如前所述，魏晋时期的僧人是广涉 

世务的，与当时的社会名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联系。 

不仅名士迈进佛门，僧人也走进俗门，出入于帝王将 

相家庭。僧人走进贵族家门，有时是受名士邀请来讲 

学， 更多是个人的主动行为。 如“康法畅造庾太尉”( 《言 

语》52)，“造”乃“造访”的意思，即康法畅到庾太尉家 

是主动访问。《政事》18云王濛、刘惔和竺法深“共看” 
何充，“看”字也说明竺法深等人到何充家去是主动行 

为。《文学》39云支道林“诣”谢安，“诣”也是主动到某 

个地方看人的意思。《文学》41又云：“谢车骑在安西 

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往就”二字，更说明支道林是 

主动去看望在丧服中的谢玄……凡此例子， 不一而足。 

僧人走进俗门，除了获取名士在经济上的支持外 
(如竺法汰受王洽的供养)，更主要的是与名士谈玄论 

道，寻求他们在对佛理的支持，以便让佛学在中土得 

以发扬光大，却“意在借名士之地位以传教” 。 [6](296) 

而圣人本无，般若谈空，“三玄佛法均探源本之 

学” ， [7]( 226)  “释家性空之说，适有似于老庄之虚无， 

佛之涅槃寂灭，又可比于老庄之无为” ， [7](172−173) 二者 

有诸多共通的地方，玄学的盛行恰好为佛教的流布渗 

透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在阿堵上。”(《文学》 
23) 

殷中军浩“少有重名”(《政事》22 刘注)，精通玄 

学，《文学》43刘孝标注引《高逸沙门传》说他“能言 

名理”，因而这里所云之“理”当为玄理。“阿堵”乃“指 

示形容词或代名词，即今语之‘这’、‘这个’”， [8](549) 代 

指前语之“佛经”；“‘上’字无义”， [2](192) 故殷浩整句话 

的意思是“玄理应在佛经这里”，也即认为佛经中有玄 

理，佛经可以用玄理来阐释。“士大夫之所以与义学僧 

人交游亦为玄理上之结合” ， [7](229) 而当时的玄学家就 

是用玄理来解释佛经的。又如：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 王长史宿构精理， 

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数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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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 

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文学》42) 
王长史濛是清谈大师， 他与支道林清谈时的“数百 

语”乃“名理奇藻”，而交谈的内容实质是佛理。据学界 

研究，“晋世僧人谈佛经者有“数学”与“义学”之别，谈 

事数者曰“数学”，通义蕴者日“义学”。于法开初以义 

学著名， 支道林语王濛： ‘君义言了不长进。 ’此皆治‘义 

学’者也”。 [9](79) 这里王濛的以名理谈佛理具有典型的 

意义，他与支道林在东安寺的这次清谈是那个时代的 

一个缩影，“当时名流，何人不常释教老庄并谈 

耶”。 [8](169) 以玄言阐释佛理成了当时的学术风气，于 

是佛学“凭藉老庄清谈，吸引一代之文人名士”， [7](173) 

终于找到了在中土生根发芽的土壤，它比附于魏晋玄 

学在中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又由于佛学僧人们的创 

新精神，僧人们的佛学也给即将干涸的玄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如支道林以佛释玄， 其所释说《庄子∙逍遥游》 

之新义，为世所重，让众多玄学家望尘莫及(《文学》 
32)。佛学玄学相互影响相互发展，佛玄合流。佛学一 

旦在中土得到生根发芽后，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开花 

结果，后来甚而取代了玄学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 

正如汤用彤所云：“于是天下学术之大柄，盖渐为释子 

所篡夺也”。 [7](173)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并立足发展，僧人形象就一直 

是中国文学描写的重要对象，它构成了一道鲜明的艺 

术风景线。 《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十九个僧人，大多是 

后代有关佛教史论著中所收魏晋僧人的主要人物。他 

们所具有的高素质、涉俗务、重感情等特点，在推动 

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 

而，分析这些僧人的群体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佛学 

在中国传播流传的情况，从中可以窥视当时的社会思 

想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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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Monks’images in the Shi Shuo Xi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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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i  Shuo  Xin  Yu  described  about  19  monks  who  lived  during Weijin  Dynasty,  These  monks  were 
outstanding, some of  them had a profound knowledge and versatile, a  substantial comments;  some of  them had wise 
quick and full of innovation and wide for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some of them had notice feelings. And then, all 
these showed that not only the Buddhism theory has been admitted by Chinese during Weijin Dynasty, Dongji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Buddhism theory was thriving is the elite——a man of lett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pport of Buddhism theo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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